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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的城镇住户数据对当代男性婚姻溢酬的存在性及其作

用机制展开系统研究。 在考虑变量内生性的基础上， 基于均值模型的整体研究发现： 第一，

中国男性的平均婚姻溢酬达 ２５ ３％ ， 这种溢酬并非来自婚姻状态的内生选择， 而是源于婚

姻本身。 第二， 婚姻溢酬的生产力假说得到证实， 尤其是通过家庭的内部分工途径， 婚姻

通过提高男性生产力而提高薪酬； 岳父资本对男性工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社会资本假说

未能得到支持。 而着眼于不同收入阶层异质性的分位数回归则表明： 不同收入阶层具有不

同程度的婚姻溢酬， 变动范围为 １０％ ～ ３５％ ； 婚姻溢酬的作用机制在不同收入阶层有不同

的表现， 低收入群体主要通过 “贤内助” 效应提高生产力， 高收入群体则通过家庭分工获

得生产力的提高。 与基于均值模型的研究结论不同， 分位数回归证实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的

群体还能通过岳父资本获得婚姻溢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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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成家立业是人生的两个归属； 古人言 “先成家后立业”， 家已成， 业何愁不立？ 然

而当今社会， 也有人认为最好先 “立业” 后 “成家”， 因为立业了才能给予家庭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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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证。 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变迁， 一些传统观念相应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 “先成

家后立业” 是否仍是当今青年的主流观点？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上海市妇联和复旦大学社会

性别发展与研究中心围绕此问题做了一项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 ６２％ 的受访者认

同 “先成家后立业” 的观点。 总体上看， 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认为， 不论男女， “成家”
都是有利于 “立业” 的； 但认为对男性有利的人数比例为 ６４ ４６％ ， 认为对女性有利的

人数比例为 ５３ ７２％ ； 其中， 男性认为婚姻对事业有很大帮助和一定帮助的比例达到

７３ ８％ ， 远超过女性 （５６ ９６％ ）①。
“成家立业” 将事业和婚姻紧密联系在一起， 成家真的有助于立业吗？ 劳动经济学

家在许多国家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控制教育、 年龄等影响因素之后， 平均而言，
已婚男性的工资收入会高于同等条件的未婚男性。 这一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 “婚姻溢

酬” 现象。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大量文献利用观测数据验证了婚姻溢酬的存在

（Ｈｉｌｌ， １９７９；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 １９８０；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 Ｃａｌｌａｈａｎ， １９８４）， 多数研究发现婚姻溢酬在

１０％ ～４０％之间变动 （Ｋｏｒｅｎｍａｎ ＆ Ｎｅｕｍａｒｋ， １９９１； Ｓｃｈｏｅｎｉ， １９９５）。
要正确估计婚姻溢酬的大小， 关键问题是如何识别婚姻与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

选择性假说认为拥有较高收入的男性群体往往具有责任感较强、 能力较高的特质， 这

些特质恰恰是女性选择婚姻对象的考虑因素， 这样的男性因而更容易结婚， 婚姻溢酬

只是婚姻选择性———高收入男性具有更高结婚可能性的反映， 并不是婚姻带来的收益。
迄今， 部分文献支持该假说 （Ｎａｋｏｓｔｅｅｎ ＆ Ｚｉｍｍｅｒ， １９８７；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 Ｒａｙａｃｋ， １９９６）。
同时， 也有文献否定该假说 （Ｋｏｒｅｎｍｅｎ ＆ Ｎｅｕｍａｒｋ， １９９１； Ｃｈｕｎ ＆ Ｌｅｅ， ２００１）。 如果

选择性假说成立， 那么对含有婚姻虚拟变量的工资方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估

计会产生偏误， 导致婚姻溢酬的估计不可靠。
婚姻溢酬的产生机制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该问题并提

出了多个不同的理论假说。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４， １９９１） 进行了

奠基性研究的生产力假说， 其出发点是家庭分工， 认为不同性别在生产中的优势不同，
男性更适合从事与市场生产相关的工作， 而女性更适合从事与家庭生产相关的工作。
因此， 已婚男性可以从家庭性别分工中获益， 更加专注于从事劳动力市场活动， 从而

获得人力资本的提高， 同时提高自身收入。 然而由于家庭分工指标难以直接测度， 关

于家庭分工对婚姻溢酬的影响效应， 多数研究采用的是间接测度方法， 即以妻子是否

参与工作以及工作时间长度来考察家庭分工程度。 根据生产力假说， 如果家庭分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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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利于男性生产力的提高， 则妻子参与工作、 工作时间越长会对男性收入产生不利

影响。 但关于家庭分工产生婚姻溢酬的问题目前并没有一致的研究结论， Ｇｒａｙ （１９９７）
发现妻子的工作时间与男性收入负相关， 而 Ｌｏｈ （１９９６）、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 Ｒａｙａｃｋ （１９９６）
却没有发现支持生产力假说的证据。 Ｈｅｒｓｃｈ ＆ Ｓｔｒａｔｔｏｎ （２０００） 直接利用男性花费在家

务上的时间度量家庭分工， 发现尽管结婚使男性花费在家务上的时间得以减少， 但是

控制男性家务时间对于男性收入没有明显影响， 因此认为家庭劳动分工不是婚姻溢酬

的主要来源。

生产力假说的另一个内容是婚姻对男性生产力的提升作用还可以通过 “贤内助”
效应来实现。 高素质或者说高学历的妻子可以帮助丈夫更好地识别机会， 提供决策支

持， 从而提高男性生产力。 然而， 对 “贤内助” 效应的验证也存在一个困难， 即妻子

的受教育程度与男性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源于正向配对效应， 就是说高能力的丈夫

与高学历的妻子有更大的配对可能性。 Ｇｏｌｄｉｎ （１９９２） 认为选择上大学的女性将来与同

样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结婚的概率会更高， Ｗｅｉｓｓ （１９９７） 和 Ｌａｍ （１９８８） 也发现存在

正向的婚姻配对效应。 显然， 如果妻子的高学历与男性收入正相关主要来自正向配对

效应， 则生产力假说的 “贤内助” 效应不能成立。
婚姻除了对人力资本产生影响， 也将对社会资本产生影响。 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

它能传递信息， 帮助男性劳动者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晋升机会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１９９５；

Ｍａｒｓｄｅｎ ＆ Ｈｕｒｌｂｅｒｔ， １９８８）， 从而转化成产生婚姻溢酬的一个可能原因。 Ｌｕｋｅ ＆ Ｍｕｎｓｈｉ
（２００６） 以及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证实了这一效应的存在。

迄今对于婚姻溢酬存在性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几乎都采用基于均值的回归分析，

其局限在于掩盖了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性。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 Ｒａｙａｃｋ （１９９６） 的研究发现， 妻

子的工作参与对不同的男性劳动力群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在管理人员样本中， 妻子

参与工作存在惩罚效应， 而在非管理人员样本中却具有溢酬效应。 但考察不同收入群

体婚姻溢酬的这种异质性需要采用较为复杂的模型方法， 目前研究成果并不多。

Ｍａａｓｏｕｍ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使用随机占优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婚姻溢酬如何随

收入分布的变化而变化；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澳大利亚不

同收入群体中婚姻溢酬的异质性。 但这些研究局限于婚姻溢酬的大小是否随收入变化，

并未研究婚姻溢酬机制的收入阶层异质性。
总的说来， 国外对婚姻溢酬的研究虽有众多文献， 但并未得到一致结论， “贤

内助” 效应的研究尤为不足； 至于中国婚姻溢酬的研究， 迄今仅有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以及李雅楠和秦佳 （２０１３） 基于均值回归方法验证了中国婚姻溢酬的存在性。 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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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考虑， 主导中国式婚姻溢酬的机制是什么？ 婚姻溢酬在不同收入阶层如何变化？

不同收入阶层的婚姻溢酬机制又有哪些差别？ 这些问题都还未展开研究。 而且中国

是一个关系型社会 （Ｈｗａｎｇ， １９８７； Ｙａｎｇ， １９９４； Ｂｉａｎ， １９９７）， 社会关系网络在日

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婚为配偶双方带来的社会资本的变化到底对婚姻溢酬

产生了什么影响？ 虽然李义波和李慧玲 （２０１０） 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岳父等社会关系

对年轻人寻找工作起到关键作用；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岳父资

本， 通过检验发现岳父的过世会使男性劳动力收入下降 ７％ ， 但这些都不是在婚姻

溢酬框架下的研究。
本文利用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的城镇住户数据， 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的婚姻溢酬及其

形成机制进行系统、 深入的探讨。 联系上述文献， 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形成边际贡献：
第一， 在统一框架下检验中国婚姻溢酬的存在性， 并对选择性假说、 生产力假说的家

庭分工效应以及 “贤内助” 效应、 社会资本假说等进行逐一检验， 以探求到底是什么

机制主导中国式的婚姻溢酬。 第二， 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 考察婚姻溢酬在不同收入

阶层的表现及其产生机制的差异。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基于

均值回归模型从整体上对婚姻溢酬的存在性及其产生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第五部分建

立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考察在不同收入水平上婚姻溢酬的存在性及其产生机制的异质

特征； 第六部分作简要总结。

二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的城镇住户样本。 该城

镇住户调查数据包括东部、 中部和西部 ９ 个省份 １９ 个城市的 ５０００ 个家庭住户和 １４６８３

个个体成员， 样本具有一定的全国代表性。 样本提供了户主、 配偶、 子女、 配偶父母

等家庭成员的丰富信息， 包括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产业、 企业所有制情况、 职

业、 工龄、 月收入、 家庭年收入等。
ＣＨＩＰ 数据中， 已婚男性与其配偶的数据是分开的， 因此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配

对。 由于该调查仅提供户主的配偶及配偶父母的信息而其余家庭成员的配偶及配偶父

母的信息缺失， 因此只选择户主与其配偶进行配对而不考虑其他家庭成员。 鉴于中国

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 ６０ 周岁， 法定结婚年龄为 ２２ 周岁， 本研究将样本限定为年龄为

２２ ～ ６０ 岁且拥有工作及收入的男性； 又因离婚和丧偶样本较少， 故研究范围限于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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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和未婚男性的收入状况的比较， 已婚样本由初婚和再婚样本合并而成。 同时， 由

于工资收入者与自我经营者的收入决定机制并不相同， 且受数据本身的限制， 本文仅

针对工资收入者展开讨论。 剔除缺失值之后， 最终得到 ２６８２ 个已婚男性样本和 ４６６ 个

未婚男性样本， 比例分别为 ８５ ２％和 １４ ８％ 。

表 １　 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名 变量含义 全部样本 已婚样本 未婚样本

男性个人特征

ｗａｇｅ 月平均工资（元）
２６２１

（２２２３）
２６８８

（２２６４）
２２３３

（１９２６）

ｍｌｗａｇｅ 工资对数
７ ６４４

（０ ６６３）
７ ６７１

（０ ６６５）
７ ４９１

（０ ６３４）

ｍａｇｅ 年龄（岁）
４２

（９ ９５１）
４４ ４３

（８ ３３４）
２７

（４ ４４３）

ｍｅｘｐｅ 工作经验（年）
１４ ８７

（１１ ３６）
１６ ７０

（１１ ２１）
４ ３８６

（４ ３６０）

ｍｈｅａｌｔｈ
健康（“非常好、好、一般”为 １，
“其他”为 ０）

０ ９８３
（０ １３１）

０ ９８２
（０ １３４）

０ ９８７
（０ １１３）

ｍｘｉａｏｘｕｅ 小学学历（是为 １，否为 ０）
０ ０２１９
（０ １４６）

０ ０２４６
（０ １５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８０）

ｍｚｈｏｎｇｘｕｅ 中学学历（是为 １，否为 ０）
０ ５２７

（０ ４９９）
０ ５５８

（０ ４９７）
０ ３４５

（０ ４７６）

ｍｄａｘｕｅ
大专及以上学历（是为 １，否为

０）
０ ４５１

（０ ４９８）
０ ４１７

（０ ４９３）
０ ６４８

（０ ４７８）

ｍｇｕｏｙｏｕ 国有部门（是为 １，否为 ０）
０ ５８７

（０ ４９３）
０ ６０９

（０ ４８８）
０ ４５７

（０ ４９９）

ｍｔｒａｉｎ 接受过培训（是为 １，否为 ０）
０ ４２４

（０ ４９４）
０ ４２９

（０ ４９５）
０ ３９７

（０ ４９０）

ｍｇｕａｎｌｉ 担任管理职位（是为 １，否为 ０）
０ ０９５

（０ ２９３）
０ １０６

（０ ３０８）
０ ０２７９
（０ １６５）

ｍｄｏｎｇｂｕ 东部地区（是为 １，否为 ０）
０ ５１９

（０ ５００）
０ ５１２

（０ ５００）
０ ５５８

（０ ４９７）

ｍｚｈｏｎｇｂｕ 中部地区（是为 １，否为 ０）
０ ２９３

（０ ４５５）
０ ２９９

（０ ４５８）
０ ２５３

（０ ４３５）

ｍｘｉｂｕ 西部地区（是为 １，否为 ０）
０ １８９

（０ ３９１）
０ １８９

（０ ３９１）
０ １８９

（０ ３９２）

Ｓｅｘｒａｔｉｏ 各省性别比（％ ）
９６ ２１３
（４ ４３１）

９６ １１０
（４ ３８５）

９６ ８０４
（４ 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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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变量含义 全部样本 已婚样本 未婚样本

妻子特征

ｗｘｉａｏｘｕｅ 小学学历（是为 １，否为 ０）
０ ０３６５
（０ １８８）

ｗｚｈｏｎｇｘｕｅ 中学学历（是为 １，否为 ０）
０ ６５１

（０ ４７７）

ｗｄａｘｕｅ
大专及以上学历（是为 １，否为

０）
０ ３１２

（０ ４６４）

ｗｗｏｒｋ
妻子参与工作（参与为 １，不参

与为 ０）
０ ６６３

（０ ４７３）

ｗｗｏｒｋｈｏｕｒ 工作时间（小时）
２９ １８

（２１ ４２）

ｗｈｕｚｈｕ 妻子为户主（是为 １，否为 ０）
０ ３２０

（０ ４６６）

ｃａｒｅ
平常学龄前儿童主要由妻子照

顾（是为 １，否则为 ０）
０ ０８０５
（０ ２７２）

家庭特征

ｎｏｎｌａｂｏｒ 家庭非劳动收入（元）
８２６６

（１７２８７）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学龄前儿童数目（个）
０ １８０

（０ ３８９）

ｉｎｓｃｈｏｏｌ 在校子女数目（个）
０ ５５４

（０ ５４６）

配偶父亲特征

ｆｄｉｅ 岳父过世（过世为 １，否则为 ０）
０ ３２２

（０ ６７４）

ｆｇｕａｎｌｉｚｈｉｗｅｉ
岳父担任管理职位（是为 １，否
为 ０）

０ ０６
（０ ２３）

Ｎ 样本数 ３１４８ ２６８２ ４６６

　 　 注： 表中数字为均值和标准差， 其中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１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 前缀 ｍ 和 ｗ 分别代表男、 女性变量。 表中

第 ４ 列为全部样本的统计描述， 第 ５ 列、 第 ６ 列分别为已婚男性样本和未婚男性样本的

统计描述； 已婚男性样本的统计描述中包含其配偶和家庭的相关变量。

男性个体的特征变量包括工资、 工作经验、 受教育程度及健康状况、 是否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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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门工作、 担任管理职位和地区等。 其中， 月平均工资由工资、 奖金、 津贴和实

物贴现构成。 结果显示， 已婚男性的月平均工资高于未婚男性约 ２０ ３８％ ， 前者的标

准差也大于后者， 表明其组内差异较大。 调查问卷中设有 “您从哪年开始从事当前

这份主要工作” 的选项， 故工作经验的计算方法为调查年份 ２００８ 年减去开始从事这

份主要工作的时间， 从表中可以看出已婚男性的工作经验远大于未婚男性。 调查问

卷中， 受教育程度定义了 ９ 个类别： 未上过学、 扫盲班、 小学毕业、 初中毕业、 高

中毕业、 中专、 大专、 大学、 硕士及以上。 考虑到教育回报可能具有非线性性质，
因此本文没有使用单一的受教育年限变量衡量受教育水平， 而是定义了三个虚拟变

量来衡量受教育程度： 其中未上过学、 上过扫盲班以及小学毕业称为小学学历， 初

中毕业、 高中毕业、 中专毕业称为中学学历， 大专、 大学、 硕士及以上称为大专及

以上学历； 被调查者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为某种学历水平时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 已婚和未婚样本在受教育程度上整体差别不大， 但由于未婚样本平均

年龄远低于已婚样本， 未婚男性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高于已婚男性。 个体

的健康状况为自评健康虚拟变量， 调查问卷中回答 “非常好、 好、 一般” 的个体健

康状况定义为 １， 其他为 ０。
国有部门为虚拟变量， 调查问卷将单位性质分为 １６ 类， 若单位性质为党政机关、

国家企事业单位、 国有独资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国有合资企业， 该变量取值为 １， 否

则为 ０； 已婚男性在国有部门工作的比例较未婚男性高。 担任管理职位为虚拟变量， 调

查问卷将职业分为 ８ 类， 职业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时， 该变量取

值为 １； 已婚男性担任管理职位的比例约为 １０ ６％ ， 高于未婚男性的比例， 其主要原因

是未婚男性平均年龄较小。 培训变量为虚拟变量， 包括农业生产培训、 非农业培训、
企业内部培训等， 参加培训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该变量在两组样本中差异不大。 性别

比系各省的男女性别比，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该变量在已

婚和未婚样本中差异不大。
除男性个体特征外， 本文还关注男性的配偶特征。 已婚女性拥有中学学历比例最

高， 其次为大专及以上学历， 小学学历最少， 与已婚男性没有明显差异。 有 ６６ ３％ 的

已婚女性参与工作， 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２９ １８ 小时①。 ３２％的户主系妻子， “平常学

龄前儿童主要由妻子照顾” 为虚拟变量。 至于已婚样本的家庭特征以及岳父特征， 包

括学龄前儿童数目、 在校子女数目以及家庭的非劳动收入、 岳父是否过世以及岳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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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担任管理职位； 其中， 家庭非劳动收入等于家庭年总收入减去工资收入， 由经营性

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等构成。

三　 婚姻溢酬存在性的验证

首先考察婚姻溢酬的存在性， 以明瑟 （Ｍｉｎｃｅｒ） 方程为基础设定实证模型。 引入

婚姻状态的男性工资收入模型可表示为：
ｌｎ（ｗａｇｅ） ｉ ＝ Ｘ′

ｉβ ＋ Ｍｉδ ＋ εｉ （１）
其中， ｌｎ （ｗａｇｅ） 为男性的对数工资， Ｍ 为本文关注的婚姻状态虚拟变量， 已婚

取值为 １， 未婚取值为 ０； 其系数 δ 是已婚相对于未婚的边际效应， 若 δ 的估计值显著

为正， 表明结婚对已婚男性的工资产生正向影响， 婚姻溢酬存在。 Ｘ′为婚姻以外影响

工资的其他因素， 包括受教育程度、 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平方、 年龄、 是否参与培训、
身体状况、 是否在国有部门就业、 地区、 是否担任管理职位等。

对模型 （１） 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估计， 可得到基础回归方程。 但估计

婚姻溢酬， 必须考虑婚姻选择性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选择性假说认为， 结婚与否并不

是随机的， 而是人们主动选择的结果； 如果男性在婚姻选择中所具有的特性与其获得

收入的能力正相关， 则收入能力较高的男性更有可能结婚， 这样， 已婚男性的较高收

入就不是婚姻本身带来的收益。 由于影响收入的不可观测因素 （如能力等） 影响婚姻

选择， 此时婚姻变量存在内生性或称婚姻的自选择问题， 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是有偏且不一致的； 如果婚姻选择与影响收入的不可观测因素正向相关， 则婚姻变量

的系数即婚姻溢酬会被高估。 因此， 估计婚姻溢酬首先要考察婚姻状态是否具有选择

性。 根据可获数据的特征， 现有文献通常利用固定效应模型 （Ｋｏｒｅｎｍａｎ ＆ Ｎｅｕｍａｒｋ，
１９９１； Ｓｔｒａｔｔｏｎ， ２００２）、 双胞胎数据 （Ａｎｔｏｎｏｖｉｃｓ ＆ Ｔｏｗｎ， ２００４）、 寻找工具变量以及

内生转化模型等方法来控制婚姻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 （Ｃｈｕｎ ＆ Ｌｅｅ， ２００１）； 直观

看来， 如果控制内生性后 δ 的估计结果与简单 ＯＬＳ 回归结果差异较大， 则说明选择性

假说成立。
本文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 参照 Ｎａｋｏｓｔｅｅｎ ＆ Ｚｉｍｍｅｒ （１９８７）， 采用处置效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模型来纠正婚姻变量内生性带来的偏差。 处置效应模型中， 除了包含

（１） 式的明瑟工资决定方程外， 还包括婚姻的选择方程：
Ｍ∗

ｉ ＝ Ｚ′
ｉγ ＋ ｖｉ （２）

Ｍ∗
ｉ 是一个与婚姻选择相关， 但无法观测的潜变量； 它与婚姻变量的关系为，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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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ｉ ≥０， 则 Ｍｉ ＝ １， 表示已婚； 否则 Ｍｉ ＝ ０， 表示未婚。 Ｚ 是影响婚姻选择的变量向量，

包括方程 （１） 中影响男性工资收入的所有控制变量以及识别变量。 根据识别条件， 选

择方程中至少含有一个与工资方程不同的变量， 参照 Ｃｈｕｎ ＆ Ｌｅｅ （２００１）， 本文选取反

映婚姻市场状况的变量 “地区男女性别比” 作为识别变量。 性别比可以反映婚姻市场

的供给状况， 该指标越高， 表明男性多于女性的状况越突出， 男性找到合适配偶的机

会将下降 （Ｓｏｕｔｈ ＆ Ｌｌｏｙｄ， １９９２； Ａｎｇｒｉｓｔ， ２００２）。 如果婚姻是自选择的结果， 则 ｖｉ 与

εｉ 之间存在相关性， 可利用 Ｗａｌｄ 统计量进行这一检验。 只有当检验结果不能拒绝相关

系数为 ０ 的原假设， 即婚姻变量不具有内生性时，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明瑟模型

才是合理的。 对于婚姻是自选择结果的模型， 需要采用赫克曼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由 （２） 式计算调整项逆米尔斯比率， 加入 （１） 式再进行估计， 用来校正已婚男性工

资模型的样本选择偏差。

下面是具体的计量分析结果。 首先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估计模型 （１）， 结

果列于表 ２。 由 ＯＬＳ 回归结果可知，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婚姻对男性工资产生显

著正效应， 说明中国婚姻溢酬是存在的， 溢酬水平约为 ２５ ３％ ， 与国际研究结果相近。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理论或直觉基本相符。 工作经验与工资存在倒 Ｕ 型关系； 受教

育水平变量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以小学学历为参照， 大专及以上学历比小学学

历回报高 ６７ ７％ ， 中学学历比小学学历回报高 ２８ ９％ ， 说明教育回报是非线性的； 参

与培训、 健康变量、 国有部门以及担任管理职位都对工资有显著正向影响； 以西部地

区为参照，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高， 而中部地区的工

资和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差异。

表 ２　 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估计的回归结果

变量 工资对数 变量 工资对数

婚姻
０ ２５３∗∗∗

（０ ０４）
健康

０ ３０５∗∗∗

（０ ０７）

工作经验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
国有部门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

工作经验平方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担任管理职位

０ ２８０∗∗∗

（０ ０３）

年龄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
东部地区

０ ４４２∗∗∗

（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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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工资对数 变量 工资对数

中学学历
０ ２８９∗∗∗

（０ ０７）
中部地区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

大专及以上学历
０ ６７７∗∗∗

（０ ０７）
截距项

６ ５０１∗∗∗

（０ １２）

培训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

观察值个数 ３１４８

Ｒ２ ０ ３２７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前文已述若存在婚姻的自选择， 那么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是有偏且不一致

的。 表 ３ 报告了使用处置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①。 从表中可见， 身体健康、 担任管理职

位的人更有可能结婚； 东部地区的人结婚概率较其他地区大； 以小学学历为参照组，

中学和大专及以上学历会降低结婚的概率， 但是系数并不显著， 也即教育对结婚概率

的影响不明显； 性别比变量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性别比越高， 男性在婚姻

市场的地位越不利。

在控制了婚姻的自选择之后， 本文关注的婚姻变量仍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婚姻溢酬从 ＯＬＳ 估计的 ２５ ３％下降到 ２２ １％ 。 （１） 式和 （２） 式残差相关系数的检验

表明， 我们不能拒绝相关系数为 ０ 的原假设； 进一步做赫克曼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骤估

计， 校正样本选择偏差的逆米尔斯比率并不显著。 因此， 我们认为： 在本文的样本数

据中， 婚姻的自选择效应并不存在， 故可拒绝选择性假说， 这与 Ｎａｋｏｓｔｅｅｎ ＆ Ｚｉｍｍｅｒ

（１９８７） 以及 Ｃｈｕｎ ＆ Ｌｅｅ （２００１） 的结论一致。 由于不存在婚姻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在

工资方程中加入婚姻虚拟变量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的婚姻溢酬估计结果是可

靠的 （Ｍａｄｄａｌａ， 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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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使用单一工资决定方程的假定是已婚和未婚男性工资决定方程只存在截距项差异， 为了检验

这一假定， 本文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婚姻变量与工资方程的其他变量的交叉项检验交叉项

的联合显著性， 估计结果显示交叉项并不联合显著。 因此， 以单一方程估计男性工资是稳健

的。



表 ３　 处置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工资对数（１） 婚姻（２）

婚姻
０ ２２１∗∗∗

（０ ０８）

工作经验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
０ １２８∗∗∗

（０ ０２）

工作经验平方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

年龄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
０ ２０２∗∗∗

（０ ０１）

中学学历
０ ２８９∗∗∗

（０ ０７）
－ ０ ３３７
（０ ５１）

大专及以上学历
０ ６７７∗∗∗

（０ ０７）
－ ０ ２１５
（０ ５１）

培训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
０ ２２９∗∗

（０ ０９）

健康
０ ３０７∗∗∗

（０ ０８）
０ ８２９∗∗

（０ ３２）

国有部门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
－ ０ １０３
（０ １０）

担任管理职位
０ ２８１∗∗∗

（０ ０４）
０ ３４９∗

（０ １９）

东部地区
０ ４４２∗∗∗

（０ ０３）
０ ４９１∗∗∗

（０ １５）

中部地区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

０ ２７０∗

（０ １５）

性别比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

截距项
０ ２２１∗∗∗

（０ ０８）

逆米尔斯比率
０ ０２

（０ ０４）

残差相关系数为 ０ 的 Ｗａｌｄ 检验统计值 ０ ２９

观察值个数 ３１４８ ３１４８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３４·

林建浩等： “贤内助” 效应还是岳父效应？



四　 婚姻溢酬机制的实证分析与讨论

下面对生产力假说的家庭分工效应以及 “贤内助” 效应、 社会资本假说等进行逐

一检验， 探求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式婚姻溢酬机制。
（一） 生产力假说之家庭分工效应

一个家庭中夫妻之间可能有所分工， 通过夫妻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可能提升家庭

的生产力。 家庭分工是否为婚姻溢酬的成因？ 本文参照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 Ｒａｙａｃｋ （１９９６） 以

及 Ｃｈｕｎ ＆ Ｌｅｅ （２００１）， 以妻子参与工作以及工作时间作为家庭分工的代理变量。 首先

要指出的是， Ｃｈｕｎ ＆ Ｌｅｅ （２００１） 利用全样本探讨妻子参与工作对婚姻溢酬的影响，

事实上是将妻子不参与工作的已婚男性与未婚男性归为同一组， 其背后隐含着未参与

工作的妻子对丈夫工资没有影响的假定， 这不尽合理。 本文参照陈建良和陈昱彰

（２０１０） 等文献的普遍做法， 只针对已婚男性样本探讨婚姻溢酬来源。 因此， 本文将在

模型 （１） 中分别加入妻子参与工作的虚拟变量、 工作时间以及同时考虑二者， 这样就

形成了检验该假说的三个模型， 可分别估计三种不同设定下妻子参与工作对丈夫收入

的影响。

应指出的是， 模型 （１） 的工资方程中加入妻子参与工作和工作时间的变量还

可能成为另一种内生性的来源， 因为妻子是否参与工作以及工作时间的长短是夫妻

双方商议的结果，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丈夫的收入水平。 本文参照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 Ｒａｙａｃｋ
（１９９６） 的做法， 首先分别估计妻子参与工作的概率以及工作时间的简约方程， 并

使用拟合值作为参与工作决策变量以及工作时间变量的工具变量来估计工资方程，
进而通过豪斯曼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判断是否存在内生性。 若不存在内生性， 则直接

估计原来设定的包含参与工作决策变量和工作时间变量的工资方程； 若具有内生

性， 则使用由简约方程得到的参与工作概率及工作时间的拟合值作为工具变量来估

计工资方程。 估计妻子参与工作的概率以及工作时间的简约方程中， 参与工作的概

率可使用类似 （２） 式的二元选择 （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但考察妻子工作时间的

简约方程却可能是截断数据， 因为家庭分工的前提是家庭的存在， 只有对已婚男性

才观测得到， 此时应该使用受限因变量 （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同时， 如前所述，
如果婚姻 是 内 生 选 择 造 成 的， 估 计 妻 子 参 与 工 作 的 概 率 则 需 要 使 用 赫 克 曼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控制内生选择项， 才能保证估计的一致性。 但由于前文婚姻溢酬

存在性的检验中， 我们通过处置效应模型的检验已拒绝了婚姻选择性假说， 说明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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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溢酬来自婚姻本身。 因此根据 Ｍａｄｄａｌａ （１９８６） ， 我们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

检验婚姻溢酬机制的相关假说， 接着再处理妻子工作时间的内生性问题来考察其稳

健性。

表 ４ 是使用妻子参与工作以及工作时间两个变量代理家庭分工的估计结果。 表中

第一列只考虑妻子参与工作， 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妻子参与工作的男性比同等

条件下妻子不工作的男性工资低 ７ ５％ 。 第二列只考虑妻子工作时间的影响， 其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负， 妻子工作时间每延长 １ 个小时， 男性工资减少 ０ ２％ 。 第三列是二者

同时考虑的估计结果， 此时妻子参与工作系数为正， 但是不显著， 而工作时间的系数

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妻子参与工作的系数为正， 表明参与工作的妻子可以通过帮助

丈夫拓展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对丈夫产生工作津贴效应， 这与 Ｃｈｕｎ ＆ Ｌｅｅ （２０１０） 提

出的妻子工作津贴理论一致， 其系数不显著又说明津贴效应不明显； 工作时间的系数

显著为负则说明妻子的工作时间延长对已婚男性工资产生显著惩罚效应。 综合这三个

检验模型， 表明妻子参与工作会影响家庭分工从而影响丈夫工资收入， 侧面验证了家

庭分工效应的存在。

表 ４　 妻子工作参与及工作时间效应 （不考虑内生性）

变量 工资对数（１） 工资对数（２） 工资对数（３）

工作经验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

工作经验平方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年龄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

中学学历
０ ２８４∗∗∗

（０ ０７）
０ ２８４∗∗∗

（０ ０７）
０ ２８４∗∗∗

（０ ０７）

大专及以上学历
０ ６８９∗∗∗

（０ ０７）
０ ６８５∗∗∗

（０ ０７）
０ ６８３∗∗∗

（０ ０７）

培训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

健康
０ ３５８∗∗∗

（０ ０８）
０ ３６３∗∗∗

（０ ０８）
０ ３６２∗∗∗

（０ ０８）

国有部门
０ ０９０∗∗∗

（０ ０２）
０ ０８９∗∗∗

（０ ０２）
０ ０８８∗∗∗

（０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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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工资对数（１） 工资对数（２） 工资对数（３）

担任管理职位
０ ２８４∗∗∗

（０ ０３）
０ ２８１∗∗∗

（０ ０３）
０ ２８１∗∗∗

（０ ０３）

东部地区
０ ４５０∗∗∗

（０ ０３）
０ ４４２∗∗∗

（０ ０３）
０ ４４１∗∗∗

（０ ０３）

中部地区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

妻子参与工作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

妻子工作时间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

截距项
６ ８７５∗∗∗

（０ １４）
６ ９２０∗∗∗

（０ １４）
６ ９０９∗∗∗

（０ １４）

观察值个数 ２６８２ ２６８２ ２６８２

Ｒ２ ０ ３４０ ０ ３４３ ０ ３４３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鉴于妻子参与工作及工作时间的决策可能受丈夫工资影响而产生内生性， 本文以

妻子参与工作以及工作时间变量为因变量分别建立二元选择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受限因变

量 （ｔｏｂｉｔ） 模型， 再分别用这两个模型的拟合值作为工资方程中的工具变量进行工具

变量法 （ＩＶ） 估计。

从表 ５ 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变量对妻子参与工作概率以及工作时

间的影响状况。 户主在两个模型中都不显著。 学龄前儿童数目以及在校子女数目均

产生了正效应， 但学龄前儿童数目变量的系数不显著， 而在校子女数目变量的系数

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在校子女数目系数显著为正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 中

国教育投资费用较高， 在校学生学习投资大， 中国家庭中母亲需通过工作赚钱用来

支付教育投资； 在校子女数目越多， 家长负担越重， 母亲参与工作的可能性越大、

工作时间越长。 其二， 许多在校学生有住校的现象， 母亲因而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

到工作中。 家庭非劳动收入显著降低妻子参与工作的概率， 但对工作时间没有明显

影响。 妻子中学学历对二者均没有显著影响， 妻子大专及以上学历会显著增加其参

与工作的概率和工作时间，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 这可能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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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可以提高妻子在家中的谈判地位， 也使她们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 中东部地区

女性参与工作的概率较西部地区女性低， 工作时间也较短， 这可能与工作性质和工

作环境有关。 妻子的年龄变量表明女性参与工作的概率与年龄存在倒 Ｕ 型关系。 男

性变量某些系数的符号与其在男性工资方程的符号相反， 说明男性工资与女性工作

参与以及工作时间负相关。

进而参照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 Ｒａｙａｃｋ （１９９６）， 以二元选择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拟合值以及受

限因变量 （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拟合值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男性工资方程， 通过豪斯曼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表 ６）， 所有的 ｐ 值均大于 ０ １， 不能拒绝这两个变量外生的假设，

因此表 ４ 的结论是稳健的， 即以妻子参与工作以及工作时间为代理变量的家庭分工是

婚姻溢酬的来源之一。

表 ５　 妻子参与工作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与妻子工作时间 ｔｏｂｉｔ 估计

变量 参与工作 ｐｒｏｂｉｔ（１） 工作时间 ｔｏｂｉｔ（２）

平常学龄前儿童由妻子照顾最多
０ ０７４
（０ １４）

０ １６３
（２ ５２）

妻子为户主
０ ０３１
（０ ０６）

０ ４６０
（１ １７）

家庭非劳动收入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
－ ０ ５０４
（０ ３１１）

学龄前儿童数目
０ １６６
（０ １２）

３ １６４
（２ １７）

在校子女数目
０ ２６５∗∗∗

（０ ０８）
５ １７４∗∗∗

（１ ５０）

妻子健康
０ ４８５∗∗∗

（０ １６）
１０ ２２８∗∗∗

（３ ３０）

妻子中学学历
０ ０７６
（０ １５）

１ ６３１
（３ １４）

妻子大专及以上学历
０ ９９１∗∗∗

（０ １７）
１１ ４０７∗∗∗

（３ ４１）

东部地区
－ ０ １８０∗

（０ １０）
－ ６ ９９７∗∗∗

（１ ８７）

中部地区
－ ０ ２７３∗∗

（０ １２）
－ ７ ２３９∗∗∗

（２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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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参与工作 ｐｒｏｂｉｔ（１） 工作时间 ｔｏｂｉｔ（２）

妻子年龄
０ ４８５∗∗∗

（０ ０４）
９ ２９８∗∗∗

（０ ７０）

妻子年龄平方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
－ ０ １２０∗∗∗

（０ ０１）

男性年龄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

－ ０ １４８
（０ ２０）

男性工作经验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

男性工作经验平方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
－ ０ ５９３∗∗∗

（０ １８）

男性中学学历
－ ０ ０４６
（０ １９）

－ １ １７３
（３ ７０）

男性大专及以上学历
－ ０ １３８
（０ １９）

－ ３ ５４９
（３ ８６）

男性培训
０ ０７７
（０ ０６）

１ ２９８
（１ ０９）

男性健康
０ ３１２
（０ ２１）

８ １７１∗

（４ ３３）

男性在国有部门工作
０ ０２６
（０ ０６）

－ ０ ６０４
（１ １８）

男性担任管理职位
－ ０ １６８∗

（０ １０）
－ ３ ８９６∗∗

（１ ７９）

截距项
－ ８ ２６９∗∗∗

（０ ７９）
－ １３６ ２８４∗∗∗

（１４ ７０）

观察值个数 ２６８２ ２６８２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６　 Ｈａｕｓｍａｎ 内生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参与工作、工作时间 参与工作 工作时间

吴 － 豪斯曼 Ｆ 检验的 Ｐ 值（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Ｆ ｔｅｓｔ Ｐ⁃ｖａｌｕｅ） ０ １７５６７ ０ ４６８０８ ０ ５３６４１

杜宾 － 吴 － 豪斯曼卡方检验的 Ｐ 值（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ｓｑ ｔｅｓｔ Ｐ⁃ｖａｌｕｅ）

０ １７４０５ ０ ４６６８０ ０ ５３５２４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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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产力假说之 “贤内助” 效应

为了检验妻子受教育程度对丈夫收入的影响， 在控制妻子工作变量的基础上， 在

工资方程中进一步加入妻子的受教育程度变量， 估计结果见表 ７。

表 ７　 加入妻子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结果

变量 工资对数 变量 工资对数

工作经验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
东部地区

（０ ０３）
０ ４４３∗∗∗

工作经验平方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中部地区

（０ ０３）
－ ０ ０３２

年龄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
妻子参与工作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

中学学历
０ ２５８∗∗∗

（０ ０７）
妻子工作时间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

大专及以上学历
０ ５９７∗∗∗

（０ ０７）
妻子中学学历

０ ０８４
（０ ０６）

培训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
妻子大专及以上学历

０ ２１３∗∗∗

（０ ０６）

健康
０ ３７２∗∗∗

（０ ０８）
截距项

６ ８０１∗∗∗

（０ １４）

国有部门
０ ０８０∗∗∗

（０ ０２）
观察值个数 ２６８２

担任管理职位
０ ２７８∗∗∗

（０ ０３）
Ｒ２ ０ ３４９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与表 ４ 的结果比较， 其他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均没有明显变化， 妻子的受教育程

度以小学学历为参照， 大专及以上学历可以显著提高男性工资收益， 提高了 ２１ ３％ ；

妻子拥有中学学历影响虽为正， 但不显著。 现有文献将妻子学历对丈夫工资收入的正

向效应归结为两个主要途径： 其一， 拥有高学历的妻子人力资本较高， 往往能够帮助

丈夫识别机会， 对丈夫的人力资本有一个很好的补充作用， 即 “贤内助” 途径； 其二

是存在正向的配偶匹配效应， 高学历女性更倾向于匹配高收入男性。 目前尚没有良好

的识别策略可以区分这两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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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认是否存在正向配偶匹配效应， 参照 Ｌｏｈ （１９９６）， 本文估计了以妻子受教

育程度为被解释变量的多项概率模型。 具体而言是设定一个分类变量， 妻子受教育程

度为小学学历时取 １、 为中学学历时取 ２、 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时取 ３； 解释变量包括男

性的工资对数、 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平方、 受教育程度、 地区变量。 估计结果如表 ８
所示。 可以看出， 以妻子小学学历为参照组， 妻子中学学历和妻子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估计方程中， 丈夫工资对数以及丈夫受教育程度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 说明正向

配偶匹配现象的存在。

表 ８　 妻子受教育程度为因变量的多项概率模型

变量 妻子中学学历 妻子大专及以上学历

男性工资对数
０ ３６６∗

（０ ２０）
０ ８４４∗∗∗

（０ ２２）

男性担任管理职位
－ ０ ６３７
（０ ４１）

－ ０ ６０７
（０ ４３）

东部地区
０ ０１５
（０ ３０）

－ ０ ３３８
（０ ３３）

中部地区
０ ０１７
（０ ３１）

－ ０ １２３
（０ ３４）

男性中学学历
２ ２２８∗∗∗

（０ ３０）
２ ４２６∗∗∗

（０ ６４）

男性大专及以上学历
４ ６４３∗∗∗

（０ ７７）
７ ３０４∗∗∗

（０ ９５）

男性工作经验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

０ １０２∗∗∗

（０ ０４）

男性工作经验平方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

截距项
－ ２ １２５
（１ ３６）

－ ８ ０５９∗∗∗

（１ ６０）

观察值个数 ２６８２ ２６８２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综合表 ７ 和表 ８， 由于正向配偶匹配效应的存在， 本文基于均值回归的结果无法直

接支持生产力假说的 “贤内助”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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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资本假说

关于婚姻对社会资本产生的影响， 本文参照文献所关注的岳父资本。 根据数据特

点， 选取岳父过世以及岳父担任管理职位两个虚拟变量作为岳父资本的代理变量。 一

般而言， 社会资本主要通过求职以及晋升两种途径对劳动者收入产生影响。 岳父在党

政企单位担任管理职位， 掌握的资源一般而言比未担任管理职位的人多， 往往可以利

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帮助女婿寻找工作以及获得晋升机会。 岳父的去世使女婿失去可利

用的岳父资源， 甚至可能失去与岳父紧密关联的其他已有资源； 通过观测岳父过世对

男性工资的影响， 可探究岳父资本的瓦解对劳动者的影响。 为了检验岳父资本对收入

的影响， 在控制妻子工作以及受教育程度变量后， 在工资方程中加入社会资本变量，

估计结果见表 ９。

表 ９　 加入社会资本变量估计结果

工资对数（１） 工资对数（２） 工资对数（３）

工作经验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

工作经验平方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年龄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

中学学历
０ ２５６∗∗∗

（０ ０７）
０ ２５８∗∗∗

（０ ０７）
０ ２５６∗∗∗

（０ ０７）

大专及以上学历
０ ５９７∗∗∗

（０ ０７）
０ ５９９∗∗∗

（０ ０７）
０ ５９７∗∗∗

（０ ０７）

培训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

健康
０ ３７２∗∗∗

（０ ０８）
０ ３７１∗∗∗

（０ ０８）
０ ３７２∗∗∗

（０ ０８）

国有部门
０ ０８２∗∗∗

（０ ０２）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
０ ０８２∗∗∗

（０ ０２）

担任管理职位
０ ２７６∗∗∗

（０ ０３）
０ ２７６∗∗∗

（０ ０３）
０ ２７６∗∗∗

（０ ０３）

东部地区
０ ４４４∗∗∗

（０ ０３）
０ ４４５∗∗∗

（０ ０３）
０ ４４４∗∗∗

（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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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资对数（１） 工资对数（２） 工资对数（３）

中部地区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

妻子参与工作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

妻子工作时间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

妻子中学学历
０ ０８４
（０ ０６）

０ ０８４
（０ ０６）

０ ０８４
（０ ０６）

妻子大专及以上学历
０ ２１０∗∗∗

（０ ０６）
０ ２０９∗∗∗

（０ ０６）
０ ２１０∗∗∗

（０ ０６）

岳父过世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

岳父担任管理职位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

截距项
６ ７９９∗∗∗

（０ １４）
６ ７９５∗∗∗

（０ １４）
６ ７９９∗∗∗

（０ １４）

观察值个数 ２６８２ ２６８２ ２６８２

Ｒ２ ０ ３４９ ０ ３４９ ０ ３４９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从表 ９ 看出， 无论是单独考虑两个虚拟变量中的一个还是两个同时考虑， 岳父过

世变量的系数均为负， 而担任管理职位变量的系数均为正， 它们的符号均符合预期，

但都不显著。

为考察这一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从六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 进行分地区的

回归分析， 估计结果显示岳父资本两个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 第二， 考虑到部分男性

对岳父去世可以预期并做出调整， 参照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的做法， 只对年龄在 ４５ 岁以下

的样本回归， 结果同样不显著。 第三， 考虑到岳父资本的影响可能与体制相关， 因此

对男性在国有部门工作的分样本回归， 结果仍不显著。 第四， 考虑社会资本的影响可

能通过合同性质产生影响， 对固定工、 合同工、 临时工分样本回归检验， 结果均不显

著。 第五， 本文还尝试加入岳母担任管理职位这一变量， 结果同样不显著。 最后，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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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推测也有可能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社会资本的作用减弱了； 为了检验这一猜

想，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７ 市场化指数 （樊纲等， ２０１１） 中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得分数据， 构

造社会资本变量与市场化指数交叉项加入回归方程， 该交叉项以及社会资本变量还是

都不显著。

以上尝试说明， 以岳父过世以及担任管理职位为代理变量的社会资本途径对已婚

男性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这与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使用岳父过世作为社会资本代理得出的

结论不同。 笔者猜测原因可能是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的样本中没有区分自雇样本和工资收

入样本， 将其混合回归， 而现实生活中， 有 “好岳父” 的许多人往往在创业上能够取

得巨大成功， 学术界也有不少文献支持社会资本对创业的正向影响 （ Ｓａｎｄｅｒｓ ＆ Ｎｅｅ，

１９９６； Ｙｕｅｈ， ２００９）。 因此， 婚姻带来的社会资本可能主要对自雇样本尤其是创业样

本起作用； 另外， 岳父担任管理职位这一变量或许在岳父和女婿任职于相近或相同行

业的样本中起作用。 但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 本文无法对这两种猜想进行进一步的验

证。

五　 婚姻溢酬及其机制的收入阶层异质性

上述讨论是建立在均值回归的基础上， 为总体平均情况。 为考察婚姻溢酬在不同

收入中的分布以及溢酬机制的异质性， 我们进一步建立分位数模型进行分析。 分位数

回归对被解释变量的多个分位数 （例如四分位、 十分位、 百分位等） 建模， 得到被解

释变量条件分布相应的分位数方程； 与传统的 ＯＬＳ 估计得到的均值方程相比， 这种方

法不受极端值的影响， 可以分析在被解释变量的某一分位点上， 解释变量的变动对被

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

表 １０ 给出了标准条件分位数回归的结果。 我们选取 ０ １、 ０ ２５、 ０ ５、 ０ ７５、 ０ ９

这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点， 可以看出， 本文关注的婚姻变量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 表明在这 ５ 个分位点均存在显著的婚姻溢酬现象。 再从分布来看， 婚姻溢酬的大

小随着分位点的变化先增大后减小， 在这 ５ 个分位点中， ０ ５ 分位点处婚姻溢酬达到最

大值， 为 ２８ ３％ ， 在 ０ ７５ 和 ０ ９ 分位点虽然婚姻溢酬有所下降， 但是仍高于 ０ １ 分位

点处 １９％的婚姻溢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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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标准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ＯＬＳ 回归

结果（１）

０ １ 分位点 ０ ２５ 分位点 ０ ５ 分位点 ０ ７５ 分位点 ０ ９ 分位点

工资对数（２） 工资对数（３） 工资对数（４） 工资对数（５） 工资对数（６）

婚姻
０ ２５３∗∗∗

（０ ０４）
０ １９０∗∗∗

（０ ０５）
０ ２６８∗∗∗

（０ ０４）
０ ２８３∗∗∗

（０ ０５）
０ ２６１∗∗∗

（０ ０５）
０ ２４１∗∗∗

（０ ０６）

工作经验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

工作经验平方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年龄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

中学学历
０ ２８９∗∗∗

（０ ０７）
０ ２５０∗∗∗

（０ １０）
０ ２４４∗∗∗

（０ ０８）
０ ２６１∗∗∗

（０ ０９）
０ ２５０∗∗∗

（０ ０９）
０ ３４２∗∗∗

（０ １０）

大专及以

上学历

０ ６７７∗∗∗

（０ ０７）
０ ５６８∗∗∗

（０ １０）
０ ６５０∗∗∗

（０ ０８）
０ ６９８∗∗∗

（０ １０）
０ ６３１∗∗∗

（０ ０９）
０ ７２８∗∗∗

（０ １０）

培训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
０ ０７９∗∗∗

（０ ０３）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３）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３）

健康
０ ３０５∗∗∗

（０ ０７）
０ ３６２∗∗∗

（０ １１）
０ ２９６∗∗∗

（０ ０８）
０ ２５１∗∗

（０ １０）
０ ３１１∗∗∗

（０ ０９）
０ ２３７∗∗

（０ １１）

国有部门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
０ ０８１∗∗

（０ ０３）
０ ０７２∗∗∗

（０ ０３）
０ ０８４∗∗∗

（０ ０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

担任管理职位
０ ２８０∗∗∗

（０ ０３）
０ ２３７∗∗∗

（０ ０５）
０ ２５４∗∗∗

（０ ０４）
０ ２８２∗∗∗

（０ ０５）
０ ３０３∗∗∗

（０ ０４）
０ ３０９∗∗∗

（０ ０５）

东部地区
０ ４４２∗∗∗

（０ ０３）
０ ４３５∗∗∗

（０ ０４）
０ ４０３∗∗∗

（０ ０３）
０ ４４８∗∗∗

（０ ０４）
０ ４６２∗∗∗

（０ ０３）
０ ５１８∗∗∗

（０ ０４）

中部地区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

截距项
６ ５０１∗∗∗

（０ １２）
５ ８３６∗∗∗

（０ １７）
６ １８６∗∗∗

（０ １３）
６ ５１４∗∗∗

（０ １６）
６ ９１９∗∗∗

（０ １５）
７ １７５∗∗∗

（０ １７）

观察值 ３１４８ ３１４８ ３１４８ ３１４８ ３１４８ ３１４８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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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进一步给出了所有收入分位点的婚姻溢酬分布特征， 随分位点的变化， 婚

姻溢酬先下降后上升， 约在 ０ ６ 分位点处达到最大值， 之后逐渐下降； 分位点越接

近 １， 婚姻溢酬越小， 表明婚姻溢酬分布并不均匀， 具有异质性， 但均存在正的婚姻

溢酬。 从图中可以看出， 婚姻溢酬的范围为 １０％ 到 ３５％ ， 溢酬大小的范围与国际研

究一致。

图 １　 婚姻溢酬的分布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在确认各分位点婚姻溢酬的存在性后， 下面将分析各分位点婚姻溢酬机制。 虽然

前文均值回归的结果已拒绝了选择性假说， 但在分位数回归中， 有必要考察选择性假

说在某些分位点是否成立。 若某一个分位点上婚姻变量为内生选择的结果， 则标准的

条件分位数回归不再适用， 必须在分位数回归中控制婚姻选择效应。 本文参照 Ｂｏｓｉｏ

（２００９）、 Ｂｕｃｈｉｎｓｋｙ （２００１）， 在各分位点通过估计婚姻概率方程， 计算逆米尔斯比率；

在各分位点的回归中加入逆米尔斯比率的一次项及其二次项， 并检验它们的联合显著

性， 以判断婚姻选择的内生性是否存在。 表 １１ 为估计结果， 联合显著性检验表明， 除

０ ２５ 分位点外， 婚姻选择控制项及其平方项在其余各分位点均不能拒绝其为 ０ 的原假

设， 拒绝内生选择性假说。 控制婚姻选择项后， 各分位数婚姻溢酬仍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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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控制婚姻选择的分位数回归

变量
０ １ 分位点 ０ ２５ 分位点 ０ ５ 分位点 ０ ７５ 分位点 ０ ９ 分位点

工资对数 工资对数 工资对数 工资对数 工资对数

婚姻
０ １９６∗∗

（０ ０９）
０ １４３∗

（０ ０８）
０ １４３∗

（０ ０９）
０ １４５∗

（０ ０９）
０ ２８２∗∗∗

（０ １０）

工作经验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

工作经验平方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年龄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

中学学历
０ ２５７∗∗∗

（０ １０）
０ ２２４∗∗∗

（０ ０８）
０ ２５１∗∗∗

（０ ０９）
０ ２５５∗∗∗

（０ ０８）
０ ３５６∗∗∗

（０ １０）

大专及以上学历
０ ５７９∗∗∗

（０ １０）
０ ６３８∗∗∗

（０ ０８）
０ ６９６∗∗∗

（０ ０９）
０ ６３６∗∗∗

（０ ０８）
０ ７３８∗∗∗

（０ １０）

培训
０ ０７７∗∗

（０ ０３）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３）

健康
０ ３６６∗∗∗

（０ １１）
０ ２９５∗∗∗

（０ ０９）
０ ２５９∗∗∗

（０ １０）
０ ２９４∗∗∗

（０ ０９）
０ ２３４∗∗

（０ １１）

国有部门
０ ０７２∗∗

（０ ０３）
０ ０７８∗∗∗

（０ ０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

担任管理职位
０ ２４３∗∗∗

（０ ０５）
０ ２６３∗∗∗

（０ ０４）
０ ２９４∗∗∗

（０ ０４）
０ ２９７∗∗∗

（０ ０４）
０ ２９９∗∗∗

（０ ０５）

东部地区
０ ４２９∗∗∗

（０ ０４）
０ ４０６∗∗∗

（０ ０３）
０ ４４８∗∗∗

（０ ０３）
０ ４６４∗∗∗

（０ ０３）
０ ５２８∗∗∗

（０ ０４）

中部地区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

逆米尔斯比率
０ ０００
（０ ０７）

０ １０８∗

（０ ０６）
０ １２５
（０ ０７）

０ １１１
（０ ０６）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８）

逆米尔斯比率平方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

截距项
５ ８０６∗∗∗

（０ １８）
６ １０２∗∗∗

（０ １４）
６ ４３２∗∗∗

（０ １６）
６ ８８５∗∗∗

（０ １５）
７ １４８∗∗∗

（０ １７）

观察值个数 ３１４８ ３１４８ ３１４８ ３１４８ ３１４８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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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检验表明除 ０ ２５ 分位点外， 其余各分位点可基于标准分位数回归考察婚姻溢

酬机制。 而对于 ０ ２５ 分位点， 则需要控制婚姻选择项。

从表 １２ 可以发现， 虽然妻子参与工作的系数在 ５ 个分位点均不显著， 但妻子工作

时间的系数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支持家庭分工假说。 由图 ２ 发现， 在高分

位点妻子的工作时间对丈夫收入的惩罚效应较低分位点大， 说明家庭分工效应在高分

位点较低分位点显著。

除 ０ １ 分位点外， 妻子拥有中学学历的系数在其余分位点均不显著， 但是拥有大

专及以上学历的系数除了 ０ ９ 分位点外， 在其余各分位点均显著为正。 由图 ３ 可以看

出， 妻子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在各分位点系数均为正， 且低分位点较高分位点具有更

大的正向效应。 这可以验证在均值回归中提出的妻子受教育程度通过人力资源的补充、

提供决策支持等方式产生 “贤内助” 作用的机制： 如果只有正向配偶匹配效应发挥作

用， 则妻子受教育程度系数应随分位数上升而呈现上升趋势； 但由图 ３ 可发现， 由妻

子受教育程度带来的收益在较低分位点达到最大值， 因此可以推测受教育程度对婚姻

溢酬的影响主要通过妻子为丈夫提供支持等方式得以实现， 正向配偶匹配效应并未占

主导。 均值回归中无法验证生产力假说的 “贤内助” 途径是否成立， 在分位数回归中

这一机制得到了印证。

另一方面， 前述社会资本效应在均值回归中不显著； 而在分位数回归中， 在 ０ ７５

分位点， 岳父过世以及担任管理职位这两个反映婚姻社会资本的变量均显著， 且系数

符号符合预期。 笔者推测 ０ ７５ 分位点的这一显著社会资本效应可能是社会资本使用的

选择性带来的， 因为处于较低分位点的人群，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收入较低，

因而可能没有办法获得较好的社会资本资源。 而处于最高分位数的人群， 能力等不可

观测因素相对而言起较大作用， 可能自我选择较少利用社会资本。

表 １２　 婚姻溢酬机制的分位数回归

变量 ＯＬＳ ０ １ 分位点 ０ ２５ 分位点 ０ ５ 分位点 ０ ７５ 分位点 ０ ９ 分位点

工作经验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

工作经验平方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

年龄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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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ＯＬＳ ０ １ 分位点 ０ ２５ 分位点 ０ ５ 分位点 ０ ７５ 分位点 ０ ９ 分位点

中学学历
０ ２５６∗∗∗

（０ ０７）
０ ２３６∗∗

（０ １１）
０ ２４６∗∗∗

（０ ０８）
０ １４８∗

（０ ０９）
０ ２０３∗∗∗

（０ ０７）
０ ３２６∗∗∗

（０ １１）

大专及以上学历
０ ５９７∗∗∗

（０ ０７）
０ ５０５∗∗∗

（０ １１）
０ ６０６∗∗∗

（０ ０９）
０ ５４８∗∗∗

（０ ０９）
０ ５５９∗∗∗

（０ ０７）
０ ６３３∗∗∗

（０ １１）

培训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
０ ０７５∗∗

（０ ０３）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３）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

－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

健康
０ ３７２∗∗∗

（０ ０８）
０ ３９９∗∗∗

（０ １１）
０ ３８２∗∗∗

（０ ０９）
０ ２９０∗∗∗

（０ １０）
０ ３０２∗∗∗

（０ ０８）
０ ２２９∗

（０ １３）

国有部门
０ ０８２∗∗∗

（０ ０２）
０ １０７∗∗∗

（０ ０４）
０ ０８９∗∗∗

（０ ０３）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
０ ０８２∗∗∗

（０ 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

管理职位
０ ２７６∗∗∗

（０ ０３）
０ ２４２∗∗∗

（０ ０５）
０ ２５８∗∗∗

（０ ０４）
０ ２８４∗∗∗

（０ ０４）
０ ３１４∗∗∗

（０ ０４）
０ ３１０∗∗∗

（０ ０６）

东部地区
０ ４４４∗∗∗

（０ ０３）
０ ４３６∗∗∗

（０ ０４）
０ ３９３∗∗∗

（０ ０３）
０ ４４１∗∗∗

（０ ０４）
０ ４７３∗∗∗

（０ ０３）
０ ５０６∗∗∗

（０ ０５）

中部地区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５）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５）

妻子参与工作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５）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

妻子工作时间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２５５∗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３１９∗∗∗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３３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４５２∗∗∗

（０ ００）

妻子中学学历
０ ０８４
（０ ０６）

０ １７６∗∗

（０ ０９）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

０ １１７
（０ ０７）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

０ ０５９
（０ ０９）

妻子大专及

以上学历

０ ２１０∗∗∗

（０ ０６）
０ ３４０∗∗∗

（０ １０）
０ １８８∗∗

（０ ０８）
０ ２３８∗∗∗

（０ ０８）
０ １５５∗∗

（０ ０７）
０ １７８
（０ １１）

岳父过世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

－ ０ ０５５
（０ ０３）

－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

岳父管理职位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

－ ０ １２４∗

（０ ０７）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６）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

０ ０７４∗

（０ ０４）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７）

观察值个数 ２６８２ ２６８２ ２６８２ ２６８２ ２６８２ ２６８２

Ｒ２ ０ ３４９

　 　 注： ０ ２５ 分位点已控制婚姻选择效应； 括号内为标准误；∗∗∗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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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妻子工作时间的惩罚效应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图 ３　 妻子受教育程度效应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城镇住户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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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调查的城镇住户数据， 对当代中国男性的婚姻溢酬进行了系统

研究， 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回答成家是否有助于立业这一传统话题， 得出的基本结论

是： 中国男性成家有助于立业， 不同收入阶层均可享受到婚姻带来的好处， 但机制各

异。 研究过程中， 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考虑了婚姻状态的样本选择性以及妻子

参与劳动力市场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使用赫克曼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和受限因变量

（Ｔｏｂｉｔ） 截断模型进行估计， 在此基础上的检验支持这两个变量的外生性。
首先， 基于均值模型， 在统一框架下对选择性假说、 生产力假说的家庭分工效

应以及 “贤内助” 效应、 社会资本假说等进行逐一检验， 探求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

式婚姻溢酬机制。 结果发现： 第一， 中国存在婚姻溢酬现象， 平均而言， 男性婚姻

溢酬达到约 ２５ ３％ ， 而且这种婚姻溢酬并非来自婚姻状态的内生选择， 即观察到的

婚姻溢酬现象源于婚姻本身。 第二， 婚姻溢酬机制的生产力假说得到支持， 家庭分

工以及配偶的 “贤内助” 效应是生产力假说得以成立的两个重要途径。 第三， 以岳

父过世以及担任管理职位作为婚姻扩展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 结果显示岳父资本对

男性工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也就是说尚未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婚姻溢酬机制的社

会资本假说。

其次， 本文首次就中国的婚姻溢酬在不同收入阶层展开异质性讨论， 利用分位

数回归模型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婚姻溢酬以及婚姻溢酬机制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 不

同收入阶层均享有显著的婚姻溢酬， 但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 婚姻溢酬的变动范围

为 １０％ ～ ３５％ ； 不同阶层获得婚姻溢酬的机制也存在异质性， 低收入群体主要通过

“贤内助” 效应提高生产力， 高收入群体则通过家庭分工获得生产力的提高； 与均

值模型不同的是， 在 ０ ７５ 分位点的收入阶层岳父资本对男性工资的显著影响得到了

证实。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 本文发现的妻子参与劳动力市场存在对男性薪酬的惩罚效

应， 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结果 （陈建良、 陈昱彰， ２０１０） 截然相反； 该文发现

中国台湾地区传统的家庭分工效应不存在， 反而是妻子参与劳动力市场能够有助于男

性人力资本的累积和工资提高。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同一机制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效

应？ 在越来越鼓励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现代社会又该如何调节其正面效应和惩罚效

应？ 与此同时， 由于数据的限制， 本文未能考察岳父资本是否在自雇群体中有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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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这可能是关系型社会中发挥社会网络作用的渠道。 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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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ｓｄｅｎ， Ｐｅｔｅｒ ＆ Ｊｅａｎｎｅ Ｈｕｒｌｂｅｒｔ （ １９８８ ） ．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６６（４）， １０３８ － １０５９

Ｎａｋｏｓｔｅｅｎ， Ｒｏｂｅｒｔ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Ｚｉｍｍｅｒ （１９８７） ．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Ａ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２（２）， ２４８ － ２６８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Ｊｉｍｙ ＆ Ｖｉｃｔｏｒ Ｎｅｅ （１９９６）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１（２）， ２３１ －２４９

Ｓｃｈｏｅｎｉ， Ｒｏｂｅｒｔ （ １９９５ ） ．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４）， ３５１ － ３５９

Ｓｔｒａｔｔｏｎ， Ｌｅｓｌｉｅ （ ２００２ ） ．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ｈａｂｉｔｉｎｇ

Ｍ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４０（２）， １９９ － ２１２

Ｓｏｕｔｈ， Ｓｃｏｔｔ ＆ Ｋｉｍ Ｌｌｏｙｄ （１９９２） ．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Ｓｅｘ Ｒａｔｉｏ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５４（２）， ４４０ －

４５１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ｎｇ⁃ｙｉ （ ２０１３ ） ．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Ｎｅｐｏ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３）， ９１ － １１２

Ｗｅｉｓｓ， Ｙｏｒａｍ （１９９７） ．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ｈｙ Ｍａｒｒｙ？ Ｗｈｏ Ｍａｒｒｉｅｓ

Ｗｈｏｍ？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ｕｐｏｎ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Ｉｎ Ｍａｒｋ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 Ｏｄｅｄ Ｓｔａｒｋ （ｅｄ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ｐｐ ８１ － １２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ｋ， Ｂｅｌｉｎｄａ Ｈｅｗｉｔｔ ＆ Ｊａｎｅｅｎ Ｂａｘｔｅｒ （２００５） ．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２）， １６３ －１７９

Ｙａｎｇ， Ｍａｙｆａｉｒ Ｍｅｉ⁃ｈｕｉ （１９９４） ． Ｇｉｆｔｓ， Ｆａｖｏｒｓ， ａｎｄ Ｂａｎｑｕｅｔｓ：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Ｙｕｅｈ， Ｌｉｎｄａ （２００９） ．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７（４）， ７７８ － ７８６

·３６·

林建浩等： “贤内助” 效应还是岳父效应？



“Ｇｏｏｄ Ｗｉｆｅ” ｏｒ “Ｇｏｏｄ Ｆａ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Ｌｉｎ Ｊｉａｎｈａｏ１， Ｚｈａｎｇ Ｌａｎ２ ＆ Ｗａｎｇ Ｍｅｉｊｉｎ１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７ ｕｒｂａ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ｍａｌ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２５ 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ｉｔｓｅｌｆ ｂｕｔ ｎｏｔ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ｉｎ ｆａｖｏｒ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ａｌ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ｉｎ⁃

ｌａｗ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ｍａｌｅｓ ｗ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ｇｅ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ｌｏｗ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ｏｕｓ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ｃａ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ａ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ｅ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ｌａｓ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８５， Ｊ１２， Ｊ３１， Ｏ１５

（责任编辑： 周敏丹）

·４６·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卷第 １ 期


